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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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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土地制度是一个时代命题。在 20世纪的中国 ,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和以土地公有制为主

体的两种土地制度的对峙与冲突是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两条主线。而延续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原则和多

元复合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成为其贯穿始终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 ,主要是路径依赖、国家设计和集团博

弈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独特的变迁轨迹有力地说明 ,农民意愿与国家决策之间的平衡

仍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点之一 ,而“公平”、“平均”的观念仍将是长期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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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Revie w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Land System in the 20th Century
GAO Hai2yan

( Col lege of S out heast L and M ana gement , Zhej i ang Universi t y , H an gz hou 310029 , Chi na)

Abstract : The system of land is an issue of it s historical context . As to the 20t h 2century China ,

t he land system correlated much more wit h t he successive great political changes , and it involved

t he cont roversies of political systems between t he p ublic and t he private as well . This p roduced

t he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s between t he two kinds of land systems of t he p ublic and t he private

ownership . Nonet heless , t he idea ″every tiller should possess his own farmland ″advocated by

Dr. Sun Yat2sen is all t he time t he most important land policy during bot h the period of the

Rep ublic , t 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 apan , t he Civil War , and t he People’s Rep ublic

including t he reform and opening2up period. By t he first half of t he 1950s , bot h t 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d realized ″every tiller should possess his own farmland ″, alt hough one by way of

revolution and the ot her moderation , and bot h used the same term ″land revolution″as t heir

stance for as long as one cent ury. In fact , t he p rocess both in t he Mainland and Taiwan yielded

such a result t hat to develop t he small p rivate ownership system (t he system of land ownership of

pet ty farmers) with a negation of t he big private ownership system (t he system of land ownership

of landlords) .

From t he second half of t he 1950s onward , however , t 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finally

　



stepped on two quite different roads in accordance wit h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directions. One of

t hem started to go towards a new goal of land owned by the state and developed into some new

form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 while t he ot her , t hrough it s successf ul p ractice of land

reformation , had acted out the idea of every tiller should have his own farmland’into t he p rivate

land ownership . In t he said history of change of land systems in t he Mainland and in Taiwan ,

t here is somet hing going through all t he time , t hat is , t he t raditional p rinciple of equalitarianism

which has lasted for a thousand years , and a poly2composite st ructure of land ownership system.

These p henomena are mainly att ributed to the resultant force of route dependence , state

designing and group s arguing and contesting with each other , and so on. The route2dependence

played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 he change of the land system in t he 20t h cent ury. ″The

choice people made in t he past determines t he possible choices t hey may make at p resent .″It is for

t his reason t hat t he two regimes coincidently display t he spirit of equalitarianism , and t he ideas of

pet ty peasant ownership of land haven’t been terminated despite repeated revolutions and

reformations. As to t he composite st ruct ure of various ownership systems , it has never gone

beyond t he t raditional f rame. Such a particular change of Chinese land system in t he 20t h cent ury

has once more confirmed t he t rut h : t he balance between t he peasant s’/ farmers’will and the

state’s designing is one of the determinant s for a successf ul land system. Whereas the ideas of

equalitarianism and impartiality will remain an important inhibiting factor for land system changes

in a considerably long time.

Key words : land system ; century change ; historical review

时代已经步入 21世纪 ,但上个世纪土地制度变革的影响并没有消逝 ,相反 ,20世纪上半叶进

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及下半叶开展的举世瞩目的制度变革 ,都在今天留下了太多值得研究和

思考的材料。土地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本文的局部整理只能算是一种抛砖之举 ,

目的还在恭迎专家的美玉。

一、20世纪前叶中国土地制度之变迁轨迹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政权更迭频仍、土地制度异常复杂的社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国共两党 ,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总是无法回避地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百

年一瞬间 , 一个土地问题 , 两条土地路线 (一者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 ,一者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 ,

在历史上留下的却是土地制度的差异性、复杂性和变迁性。饶有趣味的是 , 公私双方奉为麾帜的

都是孙中山先生坚持的“耕者有其田” ,都以同一词汇“土地改革”来称呼其土地实践 ,也都在 20

世纪 50年代上半叶不约而同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虽然一者使用革命办法 ,而另一者采用和平

方式 ,但在以否定大私有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来发展小私有制 (小农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却又殊

途同归。但从 20世纪 50年代下半叶开始 ,双方因政治取向的相异又复走上不同的改革道路。当

一方开始向“土地国有”的更高目标迈进并发展出集体所有制的新形式时 ,另一方则在土地改革的

成功实践中将“耕者有其田”引向“土地私有”的方向。这些改革成为后半个世纪制度变迁的两条

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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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制度变迁

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土地制度 ,至少需考察两个区域 :一为根据地或解放区 ,一为国统区。日

军侵占的敌占区因限于篇幅 ,将另行讨论。而在此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 ,土地问题虽到了极其严重

的地步 ,但在制度上却并没有多少可资发掘的材料 ,因此 ,以 20年代作为一个起点应该是比较合适

的。其中 ,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理论与纲领即“耕者有其田”的形成时期 ,时间为 1921 年至

1926年。1921年 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尚未提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只是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时 ,要“没收机器、土地⋯⋯生产资料 ,归社会公有”[1 ]47 ,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土地公有”理念。不

过在两个月后的浙江萧山农民运动中 ,“世界上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2 ]2的观念已被渗透到减租减

息的早期实践中。这也可算做早期农民运动最早提出的明确的土地纲领 ,但它并未涉及到土地所

有权的归属问题。及至 1922年 6月 ,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首次提出“没收军阀和官僚的财产 ,将他

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2 ]4 ,其具体行动纲领是限田、限租 ,即将私人地权限制在若干亩内 ,超出限

额部分归佃农所有 ,租额也由佃农协会按收成的丰歉来议定。当时限田、限租的目的只在于解除农

民困苦 ,尚未认识到土地问题自身的严重性 ,但这一时期关于限田的规定 ,已具有了没收部分地主

土地使其归佃农所有的含义 ,这是后期“耕地农有”纲领的基础。1923年 5月 ,中共三大再次提出

“没收地主土地 ,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 ,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

收的土地”[ 2 ]13。在这里 ,“耕地农有”的精神已呼之欲出。1925年 10月 ,中共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土

地政纲 ,“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耕地农有”是农民“最主要的要求”[1 ]76。

同年 11月 ,中共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提出只有“耕地农有”才能解除农民困苦 ,但要实现

“耕地农有”,必须得让工农“得了政权”。这种认识开启了“耕地农有”理论向“土地国有”理论转化

的契机。从早期模糊的“土地公有”理念发展到“土地农用”观念 ,再到明确的“耕地农有”政纲的颁

布 ,以及把对土地的要求落实到耕地 ,对权属的要求由使用权上升到所有权 ,“耕者有其田”的理论

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是“耕者有其田”与“土地国有”理论相背离的时期 ,时间从 1927年至 1931年。土地

问题从 1926年起“开始紧急起来 ,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3 ]105。1927年 4月 ,中共五大决定要

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决议案》确定了当前实行“耕地农有”政策和最终实行土地国有制

的方案。八一南昌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八七会议 (1927年 8月 7日召开)则进一步明确了

“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的基本原则 ,实现了土地政策由“耕地农有”向“土

地国有”的根本转变 ;十一月扩大会议则进一步决定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归为公有和立即实现土地国

有的方案。从没收大地主土地到没收一切土地 ,再到一切土地归公 ,土地制度开始滑向极端 (或称

极“左”) 。1928年 6月 18日召开的中共六大纠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 ,确立了没收地主阶级的

一切土地和“耕地归农”这两项原则 ,这不仅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农的土地所有权 ,也明确了农民只有

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因此 ,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土地国有立即付诸实行的主张并没有被彻底改变。

由“耕地农有”转向“土地国有”,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 ,这意味着之前奉行的“耕者有其田”与实

际奉行的“土地国有”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究其原因 ,主要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经验所主张的“土地

国有化”严重地影响了中共从五大到六大的重要决策 ,这可说是“耕者有其田”制度变迁中的一个断

裂。“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形式应该更接近“耕地农有”,这样势必与“土地国有”产生理论与实践上

的冲突。由于奉行土地国有 ,土地买卖、出租和抵押被禁止 ,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归政

府 ,“农业社会化”、“共耕共费”和“集体农场”要马上实行 ,使得农民延续几千年的土地私有要求无

法得到缓冲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回到原来“耕者有其田”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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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耕者有其田”理论在苏区切实实行阶段 ,时间从 1931年至 1935年。这一时期土

地制度不仅实现了“土地国有”向“耕地农有”的回归 ,同时也形成了根据地“公田”制与“私田”制的二

元复合结构。导致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有二 :其一在于农民对土地国有化的消极抵制 ;其二在于

共产国际的认识转变。1930年 7月 ,共产国际提出“暂时不要禁止土地的买卖”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

民”的主张。1930年 12月 ,江西省率先改变了之前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公有的政策。1931年 11月 ,《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明确规定仍不禁止土地出租与买卖。1933年 6月 ,土地委员会《关于实行土

地登记》的布告 ,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土地农有”制度。另外 ,“公田”制度在根据地逐渐巩固后也开始

确立。所谓“公田”,一般指分配后剩下的不易再分的土地 ,由全乡农民共同耕种 ,用于乡村建设、救

济、福利或供应红军急需乃至政府费用 ,也称红军田或红军公田。各根据地可自行规定其数量及用

途。这种局部的土地公有制和作为基础的“耕地农有”制形成的二元复合结构 ,昭示了“耕者有其田”

制度在各根据地得到切实实行。在此过程中 ,根据地虽然经历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转

向 ,但毕竟只限于没收和分配政策的政治倾向 ,而在土地权属问题上 ,由于毫不含糊地坚持没收地主

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原则 ,反而确保了“耕者有其田”的精髓———“农地农有”。

第四个阶段是“耕者有其田”的战时停顿阶段 ,也是农民土地所有制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行的

阶段 ,时间从 1935 年至 1945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民族危机的重压直接影响了土地制度的变

迁。为团结各阶层抗战 ,将过去对地主、富农的打击转为联合 ,没收地主土地变为减租减息 ,即承认

地主土地所有制 ,停止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减租减息是一个调和性的政策 ,兼顾了农民和地

主双方的利益 ,因而具有双重性 ,它既包括了地主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平

衡 ,也包括了农民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平衡。而佃农永佃权的规定和最高

租额的限定 ,在实质上保护的仍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农民获得的土地

数量日增 ,地主土地日降 ,从总体上来看 ,“耕者有其田”制度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

第五个阶段是“耕者有其田”的最终实现阶段 ,时间从 1945年至 1949年。抗战胜利后 ,减租和

减息仍在继续 ,但“耕者有其田”的纲领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1946年 5月 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也称《五四指示》) ,开始由减租减息逐渐向“耕者有其田”过渡 ,方

法是发动农民运动 ,通过没收、征购、地主献田、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办法 ,由农民

自己从地主手中获取土地 ,这改变了过去单纯靠没收地主土地来实现“土地农有”的办法。1947年

9月 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 ,实行“耕者

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

土地所有权 ,土地统一平均分配。至此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最终以法律形式被确立下来 ,并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后 ,土地改革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在全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

来 ,农民不仅分到土地 ,而且也拿到写有自己名字并盖有人民政府大印的田契 ,“耕者有其田”制度

得到了普遍的落实。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事实上强调的是“耕者”和“有”这两个问题 :前者对应着不同时期的阶级

或成分划分政策 ,譬如小地主、富农、中农的土地所有权的保全或没收问题 ;后者则区别了土地所有

权与使用权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经过从“耕地农有”-“土地国有”以及“耕地归农”- 公有制与

私有制并行 - 地主所有制与农民所有制并行 -“耕者有其田”的反复与波折 ,“耕者有其田”在 1949

年终于名至实归 ,体现出其内含的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但“最终实现土地国有”的最高目标 ,却又

将它与封建社会的“耕者有其田”区分开来 ,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导向“土地公有”。

(二)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制度变革

20世纪上半叶 ,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制度仍然是军阀割据时期形成的地主、富农、小农和国家所

721第 5期 高海燕 : 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历史考察



有的多元复合所有制。从 1924年孙中山亲自签署“二五”减租令开始 ,国民党政府在败退台湾前的

26年间 ,也有过一些涉及土地制度的改革 ,如“二五”减租、“三七五”减租、扶植自耕农、兵农合一 ,

名目繁多 ,甚至还在 1930年制定和修订了土地管理基本大法《土地法》,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

的宗旨通过“耕者有其田”和“地尽其利 ,地利共享”来体现 ,但对土地法实施程序的规定《土地法施

行法》却迟至四年后才颁布。到 1937年抗战开始 ,原定的“土地改革”自然无法贯彻而开始改行《土

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之后内战开始 ,土地改革的实施受阻。国民党在退踞台湾之前 ,虽然也进

行过一些土地改革的实验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革新 ,相反 ,最基本的“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

的宗旨被抛诸脑后 ,土地的畸形集中变本加厉 ,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土地专家萧铮先生所言 :20世

纪来的政治基础 ,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对地主所有制的维护 ,正如万国鼎先生

所言 ,土地制度相帮着造成了官僚政治 ,而官僚政治阻碍土地改革 ,因此 ,要希望政府主动切实地实

施土地改革 ,在当时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只是标榜“平均地权”,而对土地改革推托延

宕 ,只以土地法令政策敷衍时势 ,搪塞舆论 ,而不切实厉行。因此 ,这一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土地改革

只是流于空谈 ,“实效未着”,不仅没有引起土地制度的变化 ,反而出现了理论上的倒退现象。如兵

农合一方案 ,就是参照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所奉行的一种维系封建军事统治的制度 ,它绝不是一种现

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比较有意义的是“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 ,即通过使佃农或半佃农转变为

自耕农来逐步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一制度变革在 1943 - 1946年的四年中 ,在 14

省 82县进行了试验 ,取得了一定成效 ,成为“以后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前驱”[4 ]231 - 232。此外 ,

农民自耕原则的确立也是一个创举。据《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第八条规定 ,“农地以归农民自耕

为原则 ,嗣后农民所有权之转移 ,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则无论农地的经营、使用

或所有权的转移都被限制在自耕农范围内。这对抑制土地兼并、提升自耕农土地所有权有积极意

义 ,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耕者有其田”制度的一种尝试。只可惜同这一时期的其他政策法令一

样 ,理论创新并没有付诸实践 ,仍属纸上谈兵。

二、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特征及规律

土地制度在 20世纪的中国备受关注 ,不仅因其变迁轨迹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也因其变迁规

律中渗透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当流传几千年之久的平均主义仍然影响着中国近代土地制度时 ,多

元复合的所有制结构也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成为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特点。

(一)贯穿始终的平均主义精神实质

平均主义是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分配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

想 ,都是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渗透到土地制度中 ,便有了以确定土地疆界和按劳力平均

分配土地为特征的“井田制”,以及其后北魏、隋唐时以确保某一社会阶层中各成员占有土地相对平

衡为特征的“均田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平均”、“均等”、“大同”的观念经由传统文化诸多

流派的演绎及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土地变革和农民起义实践逐渐沉淀下来 ,并日渐渗透到民众心理、

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各个层面 ,最终成为一种影响制度安排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对应 20世纪的土地制度 ,平均主义主要体现于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宗旨和“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中 ,而国共两党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实践的每一个阶段 ,都散发着平均主

义的气息。

从“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来看 ,无论是思想渊源还是实质内容 ,都融合了平均主义

的精神实质。众所周知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就是中国古代的“均田”思想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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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有制度。而他所推崇的欧美“单一税之父”亨利·乔治 ( H. George)提出的“单一税理论”,其目

标直接指向土地国有 ,以此确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前提。虽然在方法上是用“和平解决”的办

法 (即照价收买)来实现 ,但地租收归国有 ,实际上取消了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保持“平均地

权”虽不具土地国有的形式 ,却具备土地国有的实质。

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历程看 , 平均主义在解放前后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解放前平均主义

主要体现为“平分土地”的主张和实践 , 并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 , 其内容也根据形

势的需要时有调整 ,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大致经历了绝对平分 - 中农不平分 - 平分富农多余土地

- “中间不动两头平”- 保护富农和中农土地等几次演变。最早的一种“平分土地”方式是“没收

一切土地”,“男女老幼 ,一律平分” ,始于 1927年冬至 1928年冬的井冈山时期。“平分土地”的原

则在 1928年 7月党的六大上确立后 ,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

地”,因此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只包括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和公共土地 ,中农若不同意 ,可以不参加平

分。此办法通过 1930年 10月下旬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和 1931年 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确立下来后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才将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

息政策。抗战胜利后 ,“平分土地”的政策得到恢复 , 并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 10月 ,

《中国土地法大纲》将这一办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 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

分配 ,继续保护中农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仍继续贯彻“平分土地”政策。1949年 10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颁发的《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决定》明确规定 : 坚定不移地实行“中间不动两头

平”的平分政策。1950年 6月 ,《土地改革法》制定后 , 开始保护富农土地 , 不再没收一般富农的土

地和财产 , 不再以彻底平分的做法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总体而言 , 平均主义在这一时期主要表

现为“平均土地”, 它既是土地革命的实施原则 , 也是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精神实质。

这一“平”、“均”的精神内涵是如此深入人心 , 以至于解放后至今 , 仍在土地制度的变迁中若隐

若现。

新中国建立后 ,平均主义在分配领域一度占主导地位。之所以受到普遍认同 ,是因其在中国革

命过程中具有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比如 ,一度实行的“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就是

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小农平均主义的写照。土地的平均主义分配潜伏着效率的损失 ,人民公社的

最终失败印证了平均主义在解放后延续不绝的事实。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 ,平均主义仍在影响着制度的诸多层面 ,比如在

土地分配上 ,仍然持平均主义原则 ,主张按人口、劳动力或人劳比例分配土地 ,并不断根据承包人数

调整其承包土地 ;在承包地的质量分配上 ,主张人人均等 ;在土地的收益如级差地租的分配上 ,也持

平均主义原则。

从我国台湾地区农地改革的进程看 ,“耕者有其田”在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的铺垫后 ,

最终还是通过征收地主私有土地 ,扶植无地、少地的雇农、佃农及半自耕农 ,使其成为自耕农而得以

实施。无论是“征收”还是“扶植”,都与苏维埃政府的“没收”、“保护”具有相似的精神实质 ,即平均

主义。虽然前者采用的是“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办法”,后者采用群众运动的革命

办法。而双方在实施“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之所以不约而同 ,关键在于平均主义在历史上形成的

深远影响仍在起作用。

(二)万变不离其宗的多元复合土地所有制结构

多元复合所有制结构是指某一所有物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 ,这主要是相对于单一所

有制而言。我国在 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中 ,虽历经政权更迭 ,制度革新 ,政策变化 ,却在内地和港

澳台等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复合结构 ,而这也是我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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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

1120世纪上半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

20世纪初 ,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 ,农村土地所有制基本上延续了此前的封建土地制度 ,及至辛

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 ,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土地私有化的速度在加快 ,国家权

力的不断更迭和政局的长期动荡 ,为军阀、官僚、豪绅巨贾兼并土地提供了机会 ,过去占耕地总面积

约 25 %(此为 1887年的数据) [5 ]76的官公田到 1933年只剩 6. 7 %[5 ]29。与此同时 ,近代公布的不平

等条约又使得大量土地流入殖民者手中 ,从而造就了一批“洋地主”,包括外国政府、传教士、商人及

外资垄断企业 ,由此形成这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特殊组成部分———殖民主义土地所有制。伴随着土

地私有化进程 ,中国又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态 ,即富农 (指农业资本家)土地所有制 ,亦称农村资产

阶级土地所有制。其特点是土地所有者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使用自由雇佣的劳力 ,生产商品

以赚取利润 ,这种所有制形式属新生事物 ,只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到抗日战争前 ,新式富

农占有土地已达耕地总面积的 18 % ,成为土地所有制多元复合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考虑中

国的多民族特性 ,那么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封建领主制度、奴隶制度 ,甚至原始公社制度同样也是土

地所有制多元复合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看来 ,解放前 ,中国土地制度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制为

特征 ,囊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富农土地所有制、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和国家土地所有制 (或称官有公有

土地所有制) 、殖民主义所有制及少数民族所有制 6个类型的多元复合所有制结构。这几种所有制

在多元复合结构中有主有次 ,其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其中 ,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这是由

于民国时期的地权集中于地主。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的典型 ,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类型所

有制的变化。

在城市中 ,同样存在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复合结构 ,包括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两大类。其中 ,公

有制主体包括历任政府机关及其官僚资本 ,他们所占土地约为 60 % ;私有制主体包括民族资本家、

外国资本家、军阀官僚、地主及城市个体劳动者 ,他们所占土地约为 40 %[6 ]256。城市私有土地虽略

少于公有土地 ,但所有制结构仍以私有制为主导 ,也仍是一种相对于单一所有制更为稳定的复合

结构。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 ,所有制形态虽有不同 ,但国家所有和农民私有两种制度仍

同时存在 ,也是一种典型的多元复合所有制结构。它包括国营农场的全民所有制、合作社的集体所

有制、个体农民私有制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所有制。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结构中 ,

虽然存在农民私有土地 ,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发展方向。

2120世纪下半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

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的二元复合结构。所谓的“二元复合”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城

市土地国有制与农村和城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二元复合 ;二是国家和集体成为农村和市郊土地

双重复合所有权的主体 ,它有别于单一所有制。

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平均土地产权”的土地制度 ,包括公有和私有两种形式 ,其基础为

土地私有制。2000年 1月 26日 ,我国台湾地区修订的“土地法”第 10条规定 :“经人民政府依法取

得所有权者 ,为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之所有权消灭者 ,为国有土地。”这是一种公有和私有的复合所

有制 ,既非单一的土地公有制 ,也非纯粹的土地私有制 ,而是二者的综合发展。

我国澳门地区也实行土地国有和私有并存的复合所有制。在澳门回归之前 ,土地类型主要有

公有、专有和私有三类 ,其中 ,公有土地和专有土地占 90 %以上 ,私有土地比例很小。1999年 12月

20日澳门回归时颁布的《澳门基本法》规定 ,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

外 ,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且自回归之日起 ,澳门不会有新的私有

土地出现。因此 ,澳门的二元复合制结构仍以“土地国有”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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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轨迹探因

土地制度在 20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呈现这样的轨迹 ,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能就其中几个方

面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路径依赖的作用

在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中 ,路径依赖作用在 20世纪土地制度变迁中格外突出。按照新制度经

济学家诺斯 (D. C. Nort h)的理论 ,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意味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这就决定了制

度变迁具有历史继承性。如诺斯所强调的 :从历史存活下来的表现为社会变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

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 ,并且是路径依赖的。同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制度

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就决定了某种制度一经建立 ,便具有自我完善的延续性 ,

从而形成了特定的路径。由于沿着原有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远比另辟蹊径节约成本 ,

这就决定了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 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制度变迁中 ,无论是制度的精神实质、类型还是所有制结构 ,无不受到

几千年制度文明或隐或现的渗透和制约。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土地变革实践中淘换出的平均主义精

髓 ,不仅映现在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宗旨上 ,也深刻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

革中的“平分土地”原则上。

土地私有制在几千年封建文明中虽有所有权主体的差别 ,但土地私有的观念根深蒂固 ,“耕者

有其田”的口号亦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传颂不绝 ,使得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把它用来发动群众 ,并作

为土地改革的宗旨。值得一提的是 ,将革命目标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土地革命早期就实行

过符合农民意愿的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制度。及至改革开放 ,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从根本上

鼓励的也仍是小农的积极性。土地使用制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所有权意义的改革 ,因为

三十年不变的承包期实际上已经是具有所有权意义的改变。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 ,我国几千年的制度文明已形成一条特定的路径 ,即多元复合所有制。无论是

奴隶社会实行的王和奴隶主双重复合所有、多层分管使用制度 ,还是封建社会中皇帝、地主和自耕农

的复合所有制 ,都为 20世纪各政府政党提供了土地制度的一种模式。路径依赖的惯性和必然性可以

很好地解释 20世纪我国仍实行多元复合所有制的现状。换言之 ,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全民、集体、个

人三元复合所有制和解放后国家、集体二元复合所有制 ,其实都是对几千年制度文明史的继承和

扬弃。

(二)国家设计的作用

国家设计之所以成为影响 20世纪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 与我国的集权文化传统及制度变迁

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建立在宗族与君主结合基础上的集权专制 , 是一种具有极强凝聚力的且超稳

定的政治经济制度 ,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向披靡 , 已将“统一”和“集权”的观念深深烙印

在民族文化的心理上 , 使民众对中央权力具有自觉的依赖感与认同感。这就决定了组织、引导或

推进制度变迁的主角只能是国家或政府 , 而非民众。另一方面 , 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 ,

产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 它的建立或改变必须有国家的参与。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合法暴力和自

然垄断性质的机构 ,处于确立和保护产权的优势地位 , 由它确立的制度安排首先体现的是一种国

家意愿 , 因此 , 我国制度变迁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设计的结果。比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其最高目标是实现公有制 , 因此 , 当时在确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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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路线时 ,最早写入党纲的是“土地国有”而非土地农有。及至土地改革确立了农民所有制后 , 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 ,才开始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考虑规模经营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这样 ,土

地由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转换就成为必然 ,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国家设

计的结果。此外 ,在某些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国家虽不是初创者 ,却也是必不可少的支撑者。比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分配由国有转为农有的制度变迁 ,其诱因虽是当时农民对土地国有

制的抵触情绪 ,但最终确立并广泛推行土地农有制的仍然是苏维埃政府。同样 ,改革开放后承包制

作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创新 ,尽管是农民利益诱致的结果 ,但它最终确立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都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或默许。因此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千年集权史的国度里 ,无论是制度的变革还是

创新 ,都无法忽视政府的制度安排意愿 ,国家设计始终是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众多力量中的主要

方面。

(三)集团博弈的作用

我国土地制度的百年变迁之所以有阶段性演化的特征 ,并不是土地制度自发演化形成的 ,而是

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 ,由集团力量的消长决定的 ,它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制度规则的走

向。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这些不同的制度规则形成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比如 1927—1931年间 ,根据地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农民 (或套用阶级的概念 ,称其为“农民阶级”) 。

对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土地私有观念的群体来说 ,其最大的利益要求就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

地 ,但这与当时在党的五大上确立的“土地国有”原则相悖。“土地国有”原则要求“没收一切土地重

新分配”,这样 ,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农民只有使用权 ,政府可以随时变更土地使用者 ,使得农民

感到土地不属于自己。由于农民没有享受到符合自己意愿的最大利益 ,便开始消极抵制 ,迫使政府

不得不考虑将国有转为私有的可能性 ,几经犹疑 ,几经批判 ,集团博弈的最终结果便是土地农有制

度的确立。而农民集团作为博弈的胜方 ,成为从“土地国有”到“土地农有”这一制度变迁的主要推

动力量。事实上 ,每一个制度变迁阶段都有利益集团或合力或博弈的作用。因此 ,最终确立的制度

是各方对抗、妥协或均衡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 ,农民作为长期僵滞制度的牺牲品 ,显然是一个受

损的集团。而土地承包经营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制度创新的选择 ,同样几经论证 ,几经试验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得以确立 ,这一次仍然是各集团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结果 ,可以说

也是一种合力的作用。事实上 ,博弈与合力的作用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步骤 ,前者是制度创新的要

求 ,后者是制度确立的保障。

四、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启示

百年弹指一挥间 ,土地制度变迁史留下的却是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 ,最深刻的莫过于以

下四个方面 :

第一 ,农民意愿与国家设计之间的平衡仍将是土地制度变革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古代“意民之

情 ,其所欲者田宅也”[7 ]117 ,还是近现代“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思想和主张 ,反映的都是农民

的意愿 ,特别是“耕者有其田”已成为农业国家农民的理想。因此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耕地农有”的

主张后立刻被认同 ,最终促成了“土地改革”的成功及“耕者有其田”理想的实现。而国民党政权在

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二五减租”,却无法使农民得到土地 ,不仅农民反对 ,地主

也不支持 ,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可知 ,未来的中国仍将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以农为主 ,而农业、

农民的根本仍在土地 ,所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仍离不开农民 ,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 ,达成国家与农民

意见的一致 ,才能确保制度变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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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平”、“平均”的观念仍将是长期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在中国 ,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 , 农民土地权利的“公平”性始终而且仍将是比效率更重要的因素。在今后相当

长的时期内 ,土地仍然是农民相当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经济保障 ,因此 ,对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仍会受

到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平均观念的影响。尽管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在不断完善 ,但“平均地权”的观念

并不会泯灭 ,任何试图以效率优先配置土地资源的行为都会受到平均主义的挑战 ,所以 ,未来的土

地制度只有在尊重土地权利的公平基础上才能求得发展或变革。当然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

区 ,公平与效率孰重孰轻还要因地制宜 ,比如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排斥以平等为基础 ,但其逐渐向以

效率为重心过渡的制度安排以及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 ,使得追求效率逐渐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

实前景。

第三 ,国家和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仍将是决定土地制度的重要因素。首先 ,国家角色须由主导地

位向辅助地位倾斜 ,适当减少其使用强制性手段 ,逐渐将其演变为制度变迁中辅助性的必要力量。

其次 ,由于重复博弈是避免制度陷入长期“僵滞”的前提 ,所以国家应提供宽松的环境 ,允许利益集

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的自由度越大 ,博弈和重复博弈的几率就越大 ,制度变迁的僵滞周期就

越短 ,制度更新的几率也就越大。

第四 ,在土地制度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多方位、多层次变革将成为重心。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 ,且“三十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的政策 ,同时也是基于现代化大生

产与“小农”家庭经营关系的理论考察 ,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8年视察安徽时的讲话中 ,有一个重要

的结论 ,即“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因此 ,土地家庭经

营与现代化的规模经营并不矛盾 ,特别是在土地使用制度日益完善的发展趋势下。而“明确所有

权 ,稳定承包权 ,放活使用权”的土地基本政策 ,又保证了土地使用制度的细化和灵活应变性 ,所以 ,

未来的土地制度应该是规范化与灵活性、稳定性与应变性完美结合的制度 ,变革的重心仍将是土地

使用制度的多方位、多层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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